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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司法互助：成效与挑战
薛永慧 *
经过长期积极探索和实践积累，两岸间的司法互助与合作，初步形成了以签署协议为基础、以单
边立法为依据的颇具特色的中国区际司法合作模式。[1] 在这一模式下，过去马英九主政的 8 年里两岸
司法实务合作大步迈进，取得了长足进展。2016 年随着台湾政局的变动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重新
上台执政，两岸丧失了过去得以开展合作的最重要的政治基础，两岸间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因此受到
阻碍，两岸间曾经热络和顺畅的司法合作也由此进入停摆状态。未来两岸间各方面合作与交流的顺利
开展，必然仰赖于两岸合作政治基础的恢复和两岸互信的重建，而这又取决于两岸民众的意愿、两岸
决策者的胸怀、政治智慧以及国际格局的变迁，核心则在于两岸综合实力的消长态势。
一、两岸司法互助的已有成效
（一）两岸司法互助的制度化
为推动两岸间司法互助与合作的开展，两岸一方面积极推动司法互助双边协议的签署，另一方面，
两岸通过单边立法（包括发布司法解释）的方式，对两岸司法互助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规范和明确，从
而使得两岸司法互助逐步从个案处理步入了制度化合作。
1.《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签署。自 1987 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
亲以来，台湾地区与大陆民间交往日益增多，人员、资金流动日益频繁，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因此而
衍生的各种争端及法律诉讼屡见不鲜。在“一个中国”的大框架下，跨越两岸两个不同法域的诸多法
律问题亟需解决，其中，建立两岸之间行之有效的司法互助途径无疑是其中的当务之急。2008 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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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局势发生了重大积极的变化，两岸双方互信增强，互动频繁，两岸商谈由此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两岸协议在处理两岸法律事务中的角色日渐凸显。[2]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 两岸两会经过多次协商
与会谈，终于 2009 年 4 月 26 日，由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与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南京签署了《海峡两
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 下文简称《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改变了《金门协议》（1990 年）
所确定的单一遣返嫌疑犯合作以及各自制定司法协助规范的模式，由此开启了两岸司法互助的新纪元。
首先，《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是一个中国之内不同法域之间达成的一份区际司法合作协议，与不
同的主权国家之间订立的国际司法合作协议有着本质区别。也正因如此，尽管两岸之间当局出面的政
治互动仍然较为罕见，《两岸司法互助协议》仍然得以达成，并呈现出明显的“去政治化”色彩。该
协议刻意回避了主权国家间签订的国际司法合作协议中某些常用的专业术语，代之以较不具有政治意
味的措辞。如，该协议被称为“司法互助协议”，而不是“司法协助协议”；该协议将逃犯的移交称
为“遣返”，而不是“引渡”，将具有移管被判刑人性质的行为称为“罪犯移管”，并创造了“接返”
这一独特的法律概念。[3] 
其次，《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涵盖刑事和民事司法互助两大领域，对共同打击犯罪和文书送达、
调查取证、裁判的认可和执行、人员遣返、罪赃移交、罪犯移管、人道探视等司法互助中的主要问题
都有规定。其内容的丰富性远非《金门协议》可比，是一份综合性的、全面的司法合作协议。实践证明，
其有效运作开创了两岸司法互助的新局面。
2. 两岸司法互助的单边立法。
大陆方面：其一，协助送达司法文书。大陆方面关于民商事司法文书送达的一般规定是在《民事
诉讼法》中，该法对送达方式、对在中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送达等问题作了规定。1984 年 8 月
最高人民法院针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做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给在台湾的当事人送达
法律文书的批复》中指示，大陆法院可以对台湾当事人采用公告，并结合一方当事人将公告内容转告
被公告送达当事人的方式，开展民事法律文书送达活动。1990 年 1 月 26 日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办理
涉台法律事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指出可以委托台湾的律师代为送达诉讼文书。2008 年 4 月 23 日，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涉台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送达规定》），首次对涉台
民事诉讼文书的种类、送达方式、送达程序等进行了系统、明确规定。在送达方式上，除直接送达外，
《送达规定》不仅认可了邮寄送达，还规定了传真、电子邮件的送达方式，并明确了在各种方式均不
能送达或者台湾地区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进行公告送达。
为落实《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司法互助业务的开展，确保协议中涉及人民
法院有关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工作事项的顺利实施，2011 年 6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
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送达文书和调查取
证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大陆法院办理海峡两岸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文书送达司法互助业
务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职责分工、具体办理程序、相关保障措施等。值得注意的是，《送达文书
和调查取证规定》将人民法院涉台司法互助工作范围扩展到《两岸司法互助协议》并未涉及的行政诉
讼领域。
其二，协助调查取证。作为对海峡两岸大量刑事案件需要对岸提供调查取证司法协助之现状的回应，
《两岸司法互助协议》首次规定了两岸刑事调查取证互助事项。但该协议的规定过于原则，两岸协助
调查取证的许多细节问题难以找到明确的答案。为进一步细化和落实《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有关送达
文书和调查取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2011 年《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规定》，有效弥补了《两
岸司法互助协议》在可操作性上的不足，明确了大陆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调查取证司法互助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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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各法院的职责分工以及司法互助的具体程序等。
其三，认可与执行法院裁判与仲裁裁决。1998 年 5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
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以下简称《认可判决规定》），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
关法院做出的民事判决和仲裁机构裁决至此有了法律依据。1999 年 5 月 12 日，就台湾地区有关法院
出具的民事调解书能否被认可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调解
书或者有关机构出具或确认的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以下简称《认
可调解书批复》）。此外，2001 年 4 月 27 日，就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发出的支付命令能否被认可执行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支付命令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
理的批复》（以下简称《认可支付命令批复》）。2008 年 4 月 29 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认可了台湾地区台中地方法院做出的刑事附带民事和解笔录，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裁判文书也纳入大
陆地区人民法院认可范围。[4] 为了更好地解决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相关问题，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4 月 24 日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
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认可判决补充规定》），对 1998 年《认可判决规定》进
行补充。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与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
有同等效力。该补充规定还将之前的一系列司法解释所涉及的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裁定、调解书、
支付命令以及台湾地区仲裁机构裁决纳入认可范围。这四个司法解释构建起了比较全面完整的人民法
院认可和执行台湾法院裁判和仲裁裁决的制度规范。
为解决过去仲裁裁决直接套用对法院判决认可和执行的规则存在忽略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在认
可和执行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审查条件上的差异）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 6 月 29 日发布并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实施了《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和《关于认可和执行台湾地
区仲裁裁决的规定》，从而对台湾地区仲裁裁决的认可和执行问题进行单独规范。《关于认可和执行
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开始实施时，1998 年《判决认可规定》、1999 年《认可调解书批复》、
2001 年《认可支付命令批复》和 2009 年《认可判决补充规定》废止。
罪赃移交和罪犯移管。目前为止，大陆方面尚未就罪赃移交制定专门的细化规定。为弥补未建
立移管被台湾判刑的罪犯的细化规定的缺憾从而推进在台湾地区的大陆被判刑人回大陆服刑的实务，
2016 年 4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接收在台湾地区服刑的大陆居民回大陆服
刑案件的规定》。该规定对人民法院办理接受在台湾地区被判刑人回大陆服刑案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管辖法院、办理程序、刑期折抵等特殊情况的处理等作了规定，从而为在台湾的大陆被判刑人回大陆
服刑的实务运作提供了依据。
台湾方面：第一，协助送达司法文书。台湾地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送达的司法互助有所规
范。条例第 7 条规定：“在大陆地区制作之文书，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验证者，
推定为真正。”第 8 条规定：“应于大陆地区送达司法文书或为必要之调查者，司法机关得嘱托或委
托第四条之机构或民间团体为之。”据此，《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签署前，台湾法院向大陆送达司法
文书主要委托海基会代为进行。具体操作方式为：台湾地区各级法院直接函请海基会代为送达司法文书，
而以副本送“司法院”民事厅，待送达完成后，再由海基会将送达证书寄还特定法院，且将副本送交“司
法院”民事厅。[5] 2011 年 1 月 3 日台湾“法务部”订颁“海峡两岸送达文书作业要点”，对“法务部”
办理两岸司法文书送达事务的具体流程作了详细规定。《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签署后，台湾法院向大
陆送达司法文书及协助大陆法院送达司法文书业务，由“法务部”负责，由海基会以“法务部”协议
联络人名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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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协助调查取证。为妥适执行《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调查取证及罪赃移交规定，并建立定式
与适当的作业标准，台湾“法务部”于 2011 年 1 月 3 日订颁“海峡两岸调查取证及罪赃移交作业要点”。
惟该要点颁布后，经两岸司法互助的实务发展，原规定与实务操作已有若干未合，且调查取证及罪赃
移交各有不同规范需求，故 2016 年 3 月 10 日“法务部”修正该要点名称为“海峡两岸调查取证作业要点”，
针对调查取证作业进行补充及修正规定。该作业要点对台湾检察机关及司法警察机关与大陆地区进行
调查取证作业的管道、两岸相关机构协助调查取证作业的事由、程序及费用负担等事项作了详细规定。
第三，认可与执行法院裁判与仲裁裁决。台湾地区关于大陆法院裁判与仲裁裁决的认可与执行的
规定，主要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 74 条。该条规定：“在大陆作成之民事裁判或民事仲裁判断，
不违反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申请法院裁定认可（第一项）。前项经法院裁定认可之判
决或判断，以给付为内容者得为执行名义（第二项）。”另外，台湾在 1997 年 5 月对“两岸人民关系
条例”进行增订和修正时，增加第 74 条第三项，规定台湾地区法院认可与执行大陆判决和裁决，须以
互惠对等为原则。因此，不同于台湾地区对外国法院裁判和港澳地区法院裁判采取的自动承认制，台
湾地区对大陆法院裁判采用的是裁定认可制。而且不同于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 402 条明确列举
不认可外国法院裁判效力的具体情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 74 条对大陆法院裁判认可的实质要件，
仅规定为“不得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以及须符合相互承认之互惠原则。如此宽泛的认
可标准给司法实务操作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导致台湾法院在决定是否认可大陆法院裁判时，
将大量问题归入“违背公序良俗”从而拒绝认可大陆法院裁判。
第四，罪赃移交和罪犯移管。关于两岸罪赃移交，台湾“法务部”2011 年 1 月 3 日订颁的“海峡
两岸调查取证及罪赃移交作业要点”对之有细化的规定，但台湾“法务部”于 2016 年 3 月 10 将“海
峡两岸调查取证及罪赃移交作业要点”更名为“海峡两岸调查取证作业要点”时，删除了有关罪赃移
交的规定，计划另就罪赃移交部分制定作业要点。但目前为止，尚未见到罪赃移交作业要点订颁。台
湾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通过的《跨国移交受刑人法》第 23 条规定，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受刑人移交准
用该法规定 , 从而使得台湾地区接受在大陆服刑人员回台服刑有了具体操作规范。
（二）两岸司法互助的实务成效
1. 两岸司法协助案件数量多，大陆请求案件增速明显。自《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签订以来，两岸
相关机构办理了大量的司法互助案件，两岸在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协助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根据大
陆方面的统计数据，2009 年 6 月 25 日《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生效至 2017 年底，大陆地区人民法院共
办理涉台送达文书、调查取证、罪赃移交和裁判认可司法互助案件 70529 件，其中 , 协助台方送达文
书案件 49231 件 , 请求台方送达文书案件 18349 件；协助台方调查取证案件 1105 件 , 请求台方调查取
证案件 1355 件；请求向台湾地区被害人返还财产 ( 罪赃移交 ) 案件 5 件 , 已完成返还 5 件；受理申请
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法院民事判决、仲裁裁决案件 479 件。具体情况见表 1 [6]。
表 1：2009.6.25-2017.12.31 大陆人民法院两岸司法互助案件统计表（单位：件）
                      年度
 案件类型
2009
6-12 月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总计
送达文书
请求 0 85 270 1946 2976 3190 3521 3180 3181 18349
受理 1167 7365 5906 5866 5936 7089 5727 5562 4613 49231
调查取证
请求 1 8 12 69 175 179 227 260 424 1355
受理 6 116 137 122 166 148 149 142 119 1105
罪脏移交
请求 0 0 0 0 3 1 1 0 0 5
受理 0 0 0 0 1 1 0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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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认可和执行台湾
民事判决及仲裁裁决
26 40 56 47 72 74 59 67 38 479
合计 1200 7614 6381 8050 9329 10682 9684 9212 8377 70529
注：罪赃移交案件包括被害人遗嘱补偿金返还案件
根据台方统计资料，自 2009 年 6 月 25 日至 2017 年底，两岸共提出 102674 件合作与协助请求，完
成 84814 件。两岸合作交换情资合作侦办案件合计破获 201 案，共逮捕嫌犯 9187 人。人员遣返部分，台
方向大陆完成遣返 12 人，大陆向台方完成遣返 476 人。台方《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案件统计见表 2 [7]。
表 2：2009.6.25-2017.12.31 台方《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案件统计总表（单位：件）
协助事项
我方（请求、邀请、
主动提供）
陆方（回复） 陆方（请求、
邀请、主动提
供）
我方（回复）
完成 瑕疵补正 进行中 完成 瑕疵补正 进行中
通缉犯缉捕遣返
1，826
（1329 人）
504
(476 人 )
7
23
(18 人 )
17
(12 人 )
6
犯罪情资交换 5392 1690 2 3700 1576 1311 265
司法文书送达 60277 50436 18198 16921
调查取证 1531 915 74 542 1094 1002 72
罪犯接返 441 19
人身自由受限制
通报
请求 683 366 318 请求
提供 5078 5078 提供 5213 5213
非病死及可疑非
病死通报
161 161 762 762
业务交流 230 230 189 189
合计
75619 59399 83 4560 27055 25415 6 337
双方相互请求 102674 双方合作完成 84814
总体来看，2009 年 6 月 25 日以来两岸司法互助呈现如下特点：（1）两岸司法互助案件数量多。
据台湾统计数据，自 2009 年 6 月 25 日至 2017 年底，两岸共提出 102674 件协助请求，完成 84814 件，
年均请求案件数约为 12179 件，年均完成案件数约为 10061 件。（2）大陆方面请求数量呈迅速增长势
头。大陆法院请求台方文书送达案件从 2010 年的 85 件激增至 2015 年的 3521 件，请求台方调查取证
案件从 2010 年的 8 件增加到 2017 年的 424 件。（3）台湾方面请求案件数量相对较大，大陆方面请求
案件数量相对偏少。根据台方统计数据，2009 年 6 月 25 日至 2017 年底，台湾方面请求大陆方面协助
送达文书案件共 60277 件，而大陆方面请求台湾方面协助送达文书案件只有 18198 件；台湾方面对大
陆方面提出的司法互助请求（包括请求、邀请和主动提供）总量为 75619 件，而大陆方面向台湾方面
提出的司法互助请求（包括请求、邀请和主动提供）总量仅为 27055 件。
2. 司法协助案件类型不断扩展，业务内容不断丰富。相对于内地与港澳的司法互助，两岸司法互
助案件类型更多，业务范围更广。相互提供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协助的案件中，不仅针对《两岸司法
互助协议》明文规定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也涉及到了行政诉讼案件。对于非协议列明事项，如果属于
各自司法机关的业务活动又涉及两岸人民权益保护，双方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均能本着务实合作、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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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权益的精神，作出妥善处理。人民法院办理的涉台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已经涉及取得证言
及陈述，提供书证、物证及视听资料，确定关系人所在或其身份、前科，进行勘验、检查、鉴定和查
询等几乎所有的证据形式和取证方式，还出现了法律查明和远程视讯询问证人等取证请求。除送达文
书、调查取证和裁判认可等 3 类最常见的司法互助业务之外，两岸在罪赃移交和罪犯移管等方面，也
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8] 两岸首例台湾被害人财产返还司法互助案件于 2013 年 6 月成功办结，大陆方
面向 17 名台湾居民被害人返还财产共计人民币 237 万余元 ( 约合新台币 1153 万余元 )。[9] 据台湾方面
统计数据，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之前，大陆方面返还台湾受害人电信诈骗财物共计 5 批次 482 万元（合
新台币 2352 万元），台湾地区返还大陆电信诈骗财物共计 5 批次 343 万元。[10] 两岸双方也已开展多
次罪犯移管司法协助。2014 年 , 先后有两批在大陆服刑的台湾籍居民申请并获准回到台湾地区监狱继
续服刑。至 2016 年底已经有 19 名台湾籍居民被移交台湾地区监狱服刑。[11] 但是，这些移管实例都只
是从大陆到台湾的“单向移管”，大陆没有从台湾地区移管罪犯的实践。[12] 
3. 司法互助与合作切实保障两岸人民利益，获得广泛赞同。任何一项司法互助与合作事项都关系
到两岸人民的切身利益。文书送达是整个诉讼活动的重要环节，是相关主体的知情权、参诉权和听
审权得以实现和保障的有效途径。相互调查取证能帮助获取当事人和审理法院都无法获取的证据，
能有效保障审判的顺利进行和当事人权益的及时保护。[13] 司法裁判唯有得到认可与执行，当事人合
法权益的维护和国家法制秩序的构建才能最终实现。相互开展罪赃移交可以最大限度地挽回受害人
的损失。移管被判刑人，可以让被判刑人在更为熟悉和亲切的环境中服刑，从而体现人道关怀。两
岸共同打击犯罪和相互协助遣返嫌疑犯，可以加强两岸警务合作，有利于打击涉两岸的犯罪，并为
将罪犯绳之以法提供诸多便利和可能。多年来，两岸司法互助与合作的积极开展切实保护了案件当
事人和两岸人民的切身利益，获得了两岸人民的普遍好评和高度认可。马英九曾于 2015 年表示，两
岸 6 年前签署《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让台湾许多罪犯在大陆没有逃遁空间，对改善台湾治安产生
显著帮助。[14] 仅以电信诈骗为例，根据 2016 年 5 月 20 日之前的统计数据，自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
司法互助协议签署以来，两岸共同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联手赴东南亚开展了 47 次警务执法合作，共
抓获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7700 余名，其中台湾犯罪嫌疑人 4600 余名，捣毁境外犯罪窝点 500 余处，
破获电信诈骗案件 1 万余起。[15] 在台湾方面近年来就海协会与海基会所签各项协议执行情况的民意
调查中，两岸司法互助协议支持率始终保持最高，最高时超过 80%。[16] 
二、两岸司法互助面临的挑战
（一）两岸司法互助急需突破的领域
1. 建立两岸司法互助机构之间直接联系的渠道。尽管大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与台湾地区“法务部”均建立了相应的联系窗口，但存在联系层级较高或中转部门繁多的问题。
以法院之间的联络为例，目前台湾地区法院尚不能直接与大陆法院开展对口联络而均需通过台湾有关
部门中转。依据 2011 年《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规定》，大陆法院启动了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司法互
助案件的二级联络窗口，但这更多的是针对大陆高级人民法院的互助工作，具体办理司法互助业务的
基层法院仍没有与台湾相关法官直接联系的管道。基层包括中级人民法院是两岸司法互助的直接实践
者，开启司法互助的三级窗口，实现基层包括中级人民法院与台湾地区法院的“院对院”直接接触，
有利于提高司法互助的效率。[17] 
2. 补强通过司法互助途径调取的证据的证据能力。2012 年 3 月大陆方面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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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证据制度方面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比如，明确和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证人应当出
庭作证的案件范围和强制出庭作证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大大加强了对证人的权利保障。这一系列修
改与台湾诸多证据制度表现出更大的相似性，有利于两岸调查取证的司法互助。但是，两岸在传闻证
据等证据制度以及刑事诉讼的相关制度上的规定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大陆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
人等权利保障方面的规定与台湾相比仍有差距。由于上述原因，两岸调查取证的司法互助中，难免会
因规定不同而发生执行上的冲突，其中突出的冲突之一便是大陆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尤其是言词证据
的证据能力在台湾地区的认定问题。按照台湾的规定，大陆公安机关通过司法互助途径协助台湾地区
相关部门获取的言词证据，无法等同于台湾侦查机关获取的言词证据，在证人、鉴定人无法出庭作证
等现实困难下，大陆公安机关协助台湾地区相关机构获取的言词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备受争议，台湾地
区法院在司法实务中也采取不同的认定标准。在两岸的制度差异无法短时期内弥合的现况下，可通过
被请求方检察官介入调查程序、派员到对岸调查取证、远程视讯取证等方式补强通过司法互助途径调
取的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
3. 两岸互为对方进行公告送达。在《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生效之后，两岸的法院已可请求对方法
院进行文书送达的司法协助，但两岸的法院能否请求对方法院代为进行公告送达，因乏明文规定，仍
有疑义。正如有学者所言，公示送达的效力乃出于法律的拟制，故宜由各法域的法院依己方法律为之，
始能发生在己方公示送达的效力。[18] 笔者认为，两岸应允许己方法院为对方提供公告送达的协助。大
陆法院的司法文书需要台湾地区法院协助送达给台湾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宜依《两岸司法互
助协议》由台湾地区法院协助送达，如台湾地区法院确实无法实际送达，再由台湾地区法院依台湾有
关规定为公示送达。同理，台湾地区法院的司法文书需要大陆法院协助送达的，由大陆法院协助送达，
如大陆法院确实无法实际送达，再由大陆法院依大陆法律为公告送达。对此，应由两岸磋商以订定协
议的方式加以明确。如果两岸协议暂时无法达成，大陆法律或司法解释可先行规定大陆法院可采用公
告送达方式协助台湾法院送达司法文书。
4. 开展两岸远程视讯合作。两岸间存在进行远程视讯合作的必要，但两岸目前尚无单行法规范两
岸远程视讯合作，2009 年两岸签署的《两岸司法互助协议》也没有明确远程视讯合作事项。关于远距
讯（诘）问是否属于两岸司法互助范围，台 “司法院”认为，“远距视讯乃司法权具体行使，拟于境
外为之，应以法有明文或双方订有协议为前提，现行法及陆我双方尚乏此项规定，故关于远距讯问大
陆地区证人，宜参照《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第 3 章第 8 条关于调查取证之规定，斟酌嘱托受请求方之
法官意见为之。”[19] 台湾地区法院通常均以无明确法源依据为由拒绝大陆法院进行远程视讯协助的请
求，也否认大陆证人在侦查中以远距视讯设备接受台湾检察官讯问时所做证述的证据能力。故而，两
岸应就远程视讯合作事宜进行磋商并订定协议，如果此方面的工作进展缓慢，大陆方面可在单行法中
许可身居台湾地区的证人、当事人远距作证或参加大陆法院庭审，也允许大陆法院或相关机构为台湾
地区相关机构提供远距视讯的协助。
5. 台湾扩大承认大陆司法裁判的范围并明确赋予大陆法院裁判以既判力。台湾地区司法机构对“两
岸人民关系条例”第 74 条的“民事确定裁判”采严格的文义解释，目前为止，尚不承认与执行大陆法
院的调解书和支付令。按照台湾地区最高司法机关的理解，台湾地区“法律”没有认可大陆法院判决
的既判力，仅赋予大陆民事判决执行名义，大陆民事判决类似经公证的债权文书。这样的裁判认可状况，
目前看来只能通过“修法”的方式予以补救。国民党民意代表吴志扬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提出“两岸
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提议认可大陆法院民事裁判与仲裁裁决的既判力。[20] 但将近 9 年
过去了，修法议题依然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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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立有效的“罪赃移交”机制。截止目前，两岸仍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罪赃移交”机制，实
践中仍然止于个案操作阶段。为了切实保护刑事案件受害人的权益并维护两岸的法秩序，两岸有必要
建立有效的“罪赃移交”机制，对“罪赃”范围予以明确，对两岸司法协助中的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
得原则予以明确，并注意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还可考虑适度引
入“罪赃分享原则”。[21] 
（二）两岸司法互助面临的阻碍与挑战
1. 两岸互信的不足导致两岸急需开展的司法互助与合作无法达成。两岸司法互助虽然取得了很大
的成效，但很多领域的合作尚面临各种障碍和困难无法达成，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两岸互信的不足。
以两岸远程审判合作为例。虽然无论是在理论、法律还是技术层面，两岸间远程审判合作都具有可行
性，但目前两岸远程审判合作因主要面临观念层面的障碍而无法开展，具体表现为：在台湾方面，基
于对自身“自主性”的高度敏感和对大陆“侵蚀”的高度警惕，尤为担忧远程审判合作对台湾“司法权”
所可能造成的侵害。但这种问题并非理论和技术上不可克服的难题，症结在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和台
湾方面对大陆的敌对和疑惧心理。在大陆方面，对两岸远程审判合作的顾虑则主要在于国家利益方面。
基于远程视讯的信息即时传输特点，大陆方面担心，大陆当事人或证人参与台湾地区法院远程审理时，
如有不当甚或是泄露私密的言行，将难以控制。在笔者看来，这种担忧也可通过技术处理得到解决。
由是观之，两岸开展远程审判合作的最大障碍，仍在于两岸关系的特殊性和两岸互信的不足。[22] 
2. 两岸关系的现况导致司法互助与合作陷入困境，在诸多领域的尝试和探索无法继续推进。一方面，
两岸关系的现况导致两岸司法互助与合作陷入困境。由于蔡英文当局始终不认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导致两岸政治合作基础的丧失和互信的极度受损，两岸关系几乎停摆，两岸制度性协
商完全中断。虽然两岸已签署生效的协议并未废止或停止执行，受《两岸司法互助协议》规范并有着
多年合作基础的司法互助，仍会在各个领域继续开展。但与 2016 年前两岸积极的合作、交流态势相比，
现在两岸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均有所降温甚至停滞，司法领域的合作自不例外。就大陆方面目前的状态
而言，文书送达、调查取证司法协助依然正常开展，对台湾地区法院裁判的认可与执行并没有因两岸
关系的变动而受到影响，最高人民法院甚至在 2016 年 4 月还出台了有关罪犯移管的司法解释。但不可
否认的是，大陆各机构在协助完成台湾地区请求方面，积极性和能动性受到了影响。这是两岸关系的
大环境造成的，政治势必影响司法。
同时，与以往相比，2016 年后两岸的司法互助与合作也面临诸多困难与阻力。以两岸合作打击犯
罪为例。在过去马英九主政的 8 年间，两岸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较为顺畅，取得的成效非常显著。
台湾地区普通民众甚至是领导人都慨叹，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合作对台湾社会治安的好转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但随着民进党在台湾地区 2014 年“九合一”选举和 2016 年初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获胜，
两岸司法合作开始面临来自台湾岛内的各种压力和阻力，2016 年 4 月大陆方面将 45 名台籍诈骗犯从
肯尼亚引渡回国引发台湾某些政党和政治人物的各种阻挠和抗议的事件，就是明证。对此，2017 年 12
月 21 日肯尼亚跨境电信诈骗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公开宣判后，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应询指出，大陆司法部门将跨境电信诈骗犯罪分子缉拿归案、绳之以法，是顺应民意、维护权益的正
义之举，受到两岸同胞充分肯定和认同，也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23] 
另一方面，两岸关系的现况导致两岸在司法互助领域的诸多尝试和探索无法继续推进。虽然艰
难，两岸各界都曾试图通过各种努力推动两岸在司法互助领域亟待推进的各项合作，但 2016 年台湾
政局的变动以及蔡英文始终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丧失了合作的政治基础，两岸司法互助领域诸
多尝试和探索无法继续推进。以台湾地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订为例。多年来，台湾司法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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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拒绝承认大陆法院判决的既判力，2013 年 10 月 11 日台湾司法当局更是作出了“秘台厅少家字第
1020023482 号函释”，认定“法院裁定认可之大陆地区离婚确定裁决仅具执行力，而无与我法院确定
判决同一效力之既判力……”，从而使得通过司法判决承认大陆法院判决既判力的可能大大降低，能
寄望的途径只能是修订“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 74 条，明确赋予大陆判决以既判力。台湾各界多年
来也持续推动修法，2009 年由“立法委员”吴志扬等 24 人提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 74 条修法议
案，该修法议案明文规定经台湾认可的大陆民事判决与台湾民事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但 2016 年台湾
政局剧变以来的两岸关系新形势，使得通过“修法”赋予大陆判决既判力的意图变得遥遥无期。同样的，
随着民进党上台执政，两岸曾在建立两岸司法互助“院对院”对接机制、开展两岸远程审判合作等方
面进行的积极探索和沟通尝试，也全部停滞。
三、结语
两岸司法互助的未来走向，取决于台湾当局的两岸政策，尤其是蔡英文当局对于“九二共识”的态度。
要重回 2008-2016 年间两岸交流合作的积极局面，必须以两岸、民共两党政治合作基础的建构以及互
信的重建为前提。从目前的局势看，前景并不乐观。但两岸人民福祉的增进是两岸关系的终极目标，
在两岸政治合作与互信暂时无法达成的情况下，两岸各方应以切实保护两岸人民权益为宗旨，搁置政
治争议，在司法领域务实地推动各项合作，使两岸人民不因两岸的分离和政治对立而遭受更多的不便。
呵护两岸各界多年来为两岸关系的发展付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效，是两岸共同的任务。相信随着大
陆方面的持续努力和台湾民众对大陆善意和诚意的感知、认可，蔡英文政府对两岸关系逐渐迈向良性
发展，两岸司法互助合作也将逐渐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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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Strait Judicial Assistance:Achievement and Challenge
Xue Yonghui
Abstract: Thanks to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of all part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judicial assistance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past 30 years, especially in the eight years of Ma Ying-jeou’s administration.
In terms of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two sides have entered into 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through signing 
judicial mutual agreement and unilateral legislation. In terms of practical operation, the mutual judicial 
assista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present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large quantities of cases, wide range of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and the high degree of public recognition. However, with the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coming to power in 2016, the cross-strait judicial assistance faces many obstacles 
and uncertainties due to the loss of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and basic mutual trust. Some areas that are badly 
in need of breakthrough cannot be pushed forward.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jud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the future must rely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cross-strait cooper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mutual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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